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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实证研究发现, “不证” 或者 “少证” 似乎是中国刑事法官认定事实的主

流态势, 特别是在无证据争议的案件; 只有在极少数存在证据争议的案件中, 法官才

会进行 “细证” 。 总体上看, 中国刑事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模式并非单一模式,
而是多种模式并存。 具体而言, 在没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 普遍采用的是 “拼图模

式” ; 在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 一部分采用 “拼图模式” 对在案事实进行论证, 而另

一部分采用 “印证
 

+
 

拼图” 的综合性证据使用模式, 即通过印证来解决争议证据信

息指向的一致性问题, 通过 “拼图模式” 来确保在案证据能够涵盖案件的全部要件事

实。 从长远看, 需要持续打造更具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刑事案件事实认定 (证明) 模

式, 并进行相关的理论构建。
关键词: 事实认定 　 法官心证 　 印证 　 拼图模式 　 实证研究

一、 从判决书看法官心证: 一种新路径

　 　 从 20 世纪 50 年代、 80 年代在对运用间接证据定案的研究中提出的证据锁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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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1 世纪初期发端、 并于近年再次热议的印证模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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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即

法官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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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然与实然问题, 构成了大多数讨论的核心。 尽管这些研究价值不小, 但整

体而言存在经验性根据上的不足。 经验性材料难以获得, 是导致上述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

十多年来, 随着对裁判文书说理 ( 证据展示与分析) 的重视与强调, 从刑事裁判文书中初窥

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大致过程与逻辑成为可能。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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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见陈光中、 时伟超: 《 关于刑事诉讼中证据分类与间接证据的几个问题》 , 《 政法研究》 1956 年第 2 期, 第 53
页; 郝双禄等: 《 关于正确运用间接证据的问题》 , 《 法学研究》 1980 年第 6 期, 第 31 页。
参见龙宗智: 《 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 , 《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根据证据法学界的通说, 证明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 但国内一些学者如龙宗智也把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

界定为一种证明活动 ( 参见上引龙宗智文, 第 109 页) 。 本文主要使用 “ 法官认定事实” 的表述, 但也不完全排

斥 “ 法官证明” 的提法。



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以下称 “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指导意见” ) 要求, 裁判文

书应阐明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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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要求意味着从刑事判决书中可以大致把握法官运用

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与逻辑。 从规范层面看, 一份完整的刑事判决书, 尤其是通过普通程

序作出的判决书, 至少应包括据以定案的所有证据、 控辩双方对证据的意见以及法庭对证据的

采纳情况等内容。 刑事判决书所呈现的不仅是 “法官如何运用证据” , 实质上还是 “ 法官如何

证明” 。 因此, 通过对这些可大量、 随机获取的经验性材料中相关信息的挖掘、 统计与分析,
可以初步把握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实际样态。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阐明证据采纳与采信的理由是 “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指导意见” 的一

项强制性要求, 但裁判文书作为法官主观认知的外在表达形式, 在某些案件中难免存在词不达

意、 甚至言不由衷的情况。 因此, 基于实证研究的科学性、 严谨性考量, 为弥补刑事判决书可

能存在的不足, 笔者还对部分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作了半结构化访谈, 并将访谈情况与基

于判决书提取的相关信息进行对勘和印证。 受访法官 ( 也是本研究所使用的刑事判决书的撰

写人) 对笔者关于刑事判决书是否呈现了法官心证整体面貌的判断以及法官心证类型的概括,
大都持认同态度。 据此可以认为, 尽管并非所有刑事判决书都能充分呈现所有的法官心证, 但

整体上看, 刑事判决书的内容与法官的实际心证, 特别是基于哪些证据对哪些案件事实形成了

何种认定结论, 具有基本的一致性。
　 　 有鉴于此, 本文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刑事判决书, 提取、 总结、 分析其中与法官使

用证据相关的信息, 对中国刑事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机制进行相对整体、 客观的把

握, 以期对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真实图景和模式进行提炼与论析。 考虑到来源于裁判

文书网的刑事判决书既具备数据丰富性, 又具有数据欠缺性、 差异化等问题, 为使研究样本更

具有代表性, 必须对研究对象 ( 包括样本来源地区、 案件类型等) 有所选择和限定, 以确保

研究对象的相对完整性和代表性。 基于访谈的需要, 研究样本的来源地应便于开展访谈。 在综

合考虑法官人均案件负担和法院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同时, 为了能够相对真实地反

映代表中国刑事审判主流状况的大城市一审法院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 笔者选取

了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称 C 市中院) 、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以下称 W 法院) 、 C 市 G
区人民法院 (以下称 G 法院) 和 C 市 E 区人民法院 (以下称 E 法院) 的一审判决书作为样本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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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件类型方面, 选取了故意伤害、 毒品犯罪 ( 包括非法持有毒品罪, 走私、 贩

卖、 运输、 制造毒品罪, 容留他人吸毒罪等) 、 诈骗犯罪 ( 包括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 、 盗

窃和危险驾驶等五类案件。 理由是上述案件类型通常是中基层法院审理数量最多的五类刑事案

件,
 

〔 6 〕
 

且包含了重罪和轻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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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判决书作出时间的考量上, 由于判决书上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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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指导意见” 对裁判文书中证据部分的说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裁判文书对证据进行列举、 说

理, 以再现依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 该指导意见的实施促使裁判文书加强证据展示与分析, 改变了长期以来

裁判文书内容言简意赅的整体面貌, 使我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法官心证所依赖的证据及认定过程。 当然, 证

据裁判原则的进一步明确与推行, 也构成了刑事判决书运用证据说理的深远背景。
2020 年, A 省为中国西部人口与经济发展大省, C 市是 A 省省会, 人口与经济发展均排名全国前十。 在 C 市 13
个中心城区中, G 区 GDP 总量以 2401. 9 亿元排名第一, W 区以 1232. 3 亿元排名第五, E 区以 623. 8 亿元排名

第十一, 本文选取的法院分别位于高中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区域。 除了社会经济方面的代表性, 笔者选择

上述地区为样本来源还考虑到疫情防控背景下在本地进行访谈相对可行。
为使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 本文案件类型选取的是中国裁判文书网 2020 年全国基层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数过万且

排名靠前的五类犯罪案件。
本文中重罪轻罪案件的划分标准为案件是否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有一定滞后性, 而研究对象 2020 年度的一审刑事判决书上网较为全面且具有即时性, 可以较

为客观、 全面地反映样本法院在这几类刑事一审案件中的证据使用情况, 所以选取了落款时间

为 2020 年的刑事一审判决书作为分析对象。 经数据搜集与清理, 2020 年, C 市中院、 W 法

院、 G 法院和 E 法院上述五类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书有效样本为 1172 份, 其中 C 市中院 79 份、
W 法院 454 份、 G 法院 427 份、 E 法院 212 份 (表 1) 。

表 1　 判决书样本数量情况 (单位: 份)

提取数量 危险驾驶 盗窃 毒品 故意伤害 诈骗

C 市中院 79 0 0 55 21 3

W 法院 454 225 128 40 39 22

G 法院 427 167 185 25 20 30

E 法院 212 24 63 19 7 99

总数 1172 416 376 139 87 154

二、 判决书如何列举证据

　 　 在判决书中列举在案证据以展示法官认定事实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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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控辩双方的证据争议作出

适当回应或者解释, 是当下中国刑事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方式。
　 　 (一) 证据的列举

　 　 1. 是否列举证据

　 　 从样本判决书看, 只有部分判决书列举了在案证据信息, 大部分判决书中并未包含证据信

息。 在 1172 份样本判决书中, 770 份未列举在案证据, 占比高达 65. 70%。 进一步分析发现,
这 770 份判决书主要是简易程序、 速裁程序案件的判决书, 其中简易程序案件 59 份、 速裁程

序案件 711 份。 在具体列举了在案证据的 402 份判决书中, 普通程序案件 177 份 ( 所有普通

程序案件的判决书都列举了证据) , 占比 44. 03%; 简易程序案件 196 份, 占比 48. 76%; 速裁

程序案件 29 份, 占比 7. 21%。
　 　 判决书列举证据主要有较多列举、 较少列举、 简单列举、 几乎不列举等类型。 后两种情形

主要是因为根据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指导意见” 第 9 条的规定, 适用速裁程序、 简易程序审

理的案件可以简化释法说理, 其他案件则按照该意见的要求作适当甚至详细的论证。 不难看

出, “不证” 或者 “少证” 似乎是中国刑事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主流态势。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 不列举、 简单列举证据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大量适用

有无关系; 不列举、 简单列举证据是否具有降低控方举证责任 ( 包括减少证据提出) 的效果。
笔者认为,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 无论法律上还是法理上都没有降低控方的举证责任, 但允

许对证明作适度简化; 相应地, 法官认定事实更多呈现为对控方事实主张的接受, 体现在判决

书中即为不具体呈现法官使用证据的情况, 而只是简略陈述其接受的控方事实主张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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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需要说明的是, 下文的分析将显示, 判决书的证据列举是有意的, 这特别体现在证明性列举中。 即使是非证明性

列举, 也是在接受控方事实主张的背景下对事实认定证据基础的列举式正当性说明。



　 　 2. 如何列举证据: 非证明性和证明性

　 　 根据与证明目的之间的关系, 证据列举分为两类: 非证明性和证明性。 非证明性列举是

指, 判决书在列举证据时没有对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 只是简单列举证据名

称, 先列举案件案发及侦破情况、 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情

况等证据, 再列举其他证据。 严格意义上讲, 此种方式并非完全没有证明性, 只是没有依据证

据内容与具体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来列举, 证明的展开度较为欠缺。 证明性列举是指, 判决书

在列举证据时, 按照裁判的事实认定呈现了证明过程。 从数量和占比情况看, 属于非证明性列

举的判决书有 341 份, 占比为 29. 10% ( 在列举了在案证据的判决书中占 84. 83%) ; 属于证

明性列举的仅有 61 份, 占比为 5. 20% (在列举了在案证据的判决书中占 15. 17%) 。
　 　 非证明性列举主要表现为简单列举证据名称, 包括具体种类和具体名称。 例如, “ 上述事

实, 被告人陈益军无异议并认罪, 且有受案登记表、 立案决定书、 在逃人员登记表、 到案经

过、 拘留证、 逮捕证、 户籍信息、 前科材料、 检查笔录、 扣押笔录、 扣押决定书、 扣押清单,
称重、 取样、 封装笔录及照片, 鉴定意见书、 情况说明、 电子证物检查笔录、 证人证言、 被告

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 足以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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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几乎没有具体证明性内容、 对证据种类

的抽象列举。 当然, 也有相对具体的证据名称列举。 常见做法是一一列出每个证据的名称, 典

型如: “上述事实, 有以下经庭审举证、 质证的证据证实: (一) 书证: 1. 受案登记表、 立案

决定书、 到案经过等。 2. 被告人身份信息及 C 市 Q 区人民法院判决……。 ( 二) 鉴定结论:
1. 川华司鉴 ( 2018) 毒鉴字第 656 号、 川华司鉴 ( 2019) 毒鉴字第 447 号。 2. A 省华大司

法鉴定所出具的川华司鉴 ( 2019) 毒鉴字第 245 号毒物分析检验报告……。 ( 三) 电子证据:
1. 电子证物检查笔录证实, 对陈定军的手机进行检查情况。 (四) 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 1. 证

人王某的证言。 2. 证人陈某 1 的证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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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这种方式也未能直接体现证明目的或者证

明过程, 无法据此构建法官认定的事实, 同样严重欠缺证明性。
　 　 证明性列举的目的性较强, 包含具体的证明过程。 判决书列举证据时首先进行归类、 列

举, 然后对每组 (个) 证据内容及其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对具体的说明。 例如: “ 上

述事实, 有以下经庭审举证、 质证的证据证实: 1. 受案登记表、 立案决定书、 案件来源及抓

获经过。 证实, 2019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2 点左右, C 市海关缉私局民警在 C 市 J 区对装有疑似

大麻的邮件进行控制下交付, 金圣渊取走该邮件后被挡获。 2. 被告人身份信息材料。 证实金

圣渊身份情况, 系成年人。 3. 现场检测报告书。 经过现场检测金圣渊尿液检测大麻呈阳性,
证实金圣渊吸食大麻。 4. 搜查笔录、 扣押笔录、 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等。 证实民警对金圣

渊位于 C 市 J 区的住处进行了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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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列举方式相对充分地展示了法官使用什么样内

容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 可以据此形成相对具体的事实结论。
　 　 不同类型案件的证据列举方式亦有不同。 如表 2 所示, 在非证明性列举方面, 不同类型案

件数量及比例排序为: 盗窃>毒品>故意伤害>诈骗>危险驾驶; 在证明性列举方面, 不同类型

案件数量及比例排序为: 毒品>盗窃>诈骗>故意伤害>危险驾驶。 重罪案件 ( 如毒品犯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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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136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9) 川 01 刑初 202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40 号刑事判决书。 附带指出, 部分判决书会直接阐述控方指控事实,
然后列举证据, 最后简单说明 “ 经庭审查明与控方指控一致” 而不再作细致阐述, 典型如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

院 ( 2020) 川 01 刑初 118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初 688 号刑事判决书。



件) 的证明性列举比例远远高于轻罪案件 (如盗窃案件) 。

表 2　 不同案件类型中证据列举方式的分布情况 (数量单位: 份)

危险驾驶 盗窃 毒品 故意伤害 诈骗

非证明性列举
数量 39 126 84 52 40

比例 11. 44% 36. 95% 24. 63% 15. 25% 11. 73%

证明性列举
数量 1 14 27 9 10

比例 1. 64% 22. 95% 44. 26% 14. 75% 16. 39%

　 　 证据列举方式与案件审理程序亦存在某种关联性。 在非证明性列举方面, 最多的是简易程

序案件, 其次是普通程序案件, 速裁程序案件仅占少数。 属于证明性列举的案件, 通常证据数

量较多、 案情较为复杂, 其中超过九成是普通程序案件, 不到一成是简易程序案件, 而没有速

裁程序案件 (表 3) 。

表 3　 不同审理程序中证据列举方式的分布情况 (数量单位: 份)

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 速裁程序

非证明性列举
数量 122 190 29

比例 35. 78% 55. 72% 8. 50%

证明性列举
数量 55 6 0

比例 90. 16% 9. 84% 0

　 　 就证据列举方式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关系而言, 如表 4 所示, 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 非

证明性列举占比高达 91. 80%; 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 这一比例仅为 62. 89%。 可见, 在

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 法官相对更多地采用了较为精细的证明性列举方式。

表 4　 认罪和非认罪案件中证据列举方式的分布情况 (数量单位: 份)

被告人是否认罪 非证明性列举 证明性列举

是
数量 280 25

比例 91. 80% 8. 20%

否
数量 61 36

比例 62. 89% 37. 11%

　 　 总体上看, 证明性列举主要集中在不认罪、 依普通程序审理的重罪案件, 而认罪认罚、 适

用简易程序的轻罪案件更多采用非证明性列举。 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既有相应规范对是否展示

证据的要求不同, 也有控辩审三方对控方主张与证据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 非

证明性列举的证据以离散形式呈现在判决书中, 由于缺乏证据与具体待证事实之间关系的必要

说明, 故难以形成有效的证明链接。 证明性列举围绕待证事实展开, 较好地搭建了证据与案件

事实之间的桥梁。 这种列举方式先描述认定的案件事实, 再呈现支撑案件事实的证据及其内

容。 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法官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 更有利于循着证据脉络把

握案件事实。 但较为遗憾的是, 在样本判决书中, 仅有 61 份采用了此种列举方式。
　 　 (二) 如何呈现证据争议

　 　 如何呈现证据争议攸关随后的证据分析与事实认定。 在极少数判决书中, 法官会对控辩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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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关案件事实和证据的争议进行概括和回应, 这实质上是呈现法官心证过程与结论的重要方

式。 证据争议, 是指控辩双方围绕证据是否满足客观性 (真实性) 、 相关性和合法性要求, 或

者综合全案证据是否达到了 “ 证据确实、 充分” 证明标准等问题而发生的争议。 从样本判决

书反映的实践情况看, 绝大多数案件都不存在证据争议。 即使在证明性列举的案件中, 存在证

据争议的也是少数。 在 1172 份样本判决书中, 只有 53 份存在证据争议。
 

〔12〕

　 　 证据争议一般由辩护人在质证环节或者法庭辩论中提出, 判决书对此都会进行适当呈现。
在这 53 份存在证据争议的判决书中, 有 51 份是辩护人对控方证据提出异议, 占比 96. 23%。
需要指出的是, 在有律师参与的 434 起案件中, 辩护律师对控方证据提出异议的比例仅为

11. 75%。
 

〔13〕
 

辩方异议可分为个别证据异议和证据整体异议, 前者是针对某一证据本身的客

观性、 相关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 后者是对证据整体是否达到 “ 证据确实、 充分” 证明标准

提出异议。 统计显示, 在 53 份存在证据争议的判决书中, 有 19 份仅存在个别证据异议, 占比

36%; 有 23 份仅存在证据整体异议, 占比 43%; 有 11 份同时存在两种异议, 占比 21%。
　 　 1. 个别证据异议情况

　 　 个别证据异议分为证据客观性争议、 相关性争议和合法性争议。 在 30 份涉及个别证据异

议的判决书中,
 

〔14〕
 

涉及证据客观性争议的有 11 份、 涉及相关性争议的有 9 份、 涉及合法性

争议的有 16 份。
 

〔15〕

　 　 证据的客观性争议主要表现为辩方对指控证据的客观性提出异议。 如在钟世华、 张有才、
杨跃明等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案中, 辩护人认为 “贩卖毒品的事实只在证言中提及,
证人的身份不是很清楚且无其他证据证明” , 对证人证言的客观性提出了异议。

 

〔16〕
 

如表 5 所

示, 存在客观性争议的主要是言词证据。

表 5　 存在客观性争议的证据种类分布情况 (数量单位: 份)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证人证言 鉴定意见 笔录类 物证 书证 电子数据

4 4 1 1 3 4 1

　 　 相关性争议主要表现为辩方对指控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相关性提出异议。 如马文轩、 李

家诚等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案中, 辩护人认为 “李家诚对走私的毒品及数量不知情,
称重、 搜查等笔录亦仅有被告人马文轩的签名, 李家诚不应对 3950 余克氯胺酮承担走私的责

任” , 对证据的相关性提出了异议。
 

〔17〕
 

如表 6 所示, 存在相关性争议的主要是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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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争议案件的统计标准为: 统计控辩双方针对证据客观性、 相关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 或是对全案证据是否满

足 “ 证据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提出异议的案件数量, 而不包括对事实提出异议、 对法律认定提出异议等其

他异议情形。
辩护律师异议提出率不高有可能是因为有律师参与的 434 起案件中大部分是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案件。 一方面,
这部分案件本身不存在较大证据争议; 另一方面, 此类案件的判决书往往较为精简, 可能存在省略细微证据争议

的情况。
包括 19 份仅存在个别证据异议的判决书和 11 份同时存在个别证据异议与证据整体异议的判决书。
其中有 2 份判决书同时存在合法性争议和相关性争议, 有 2 份判决书同时存在相关性争议和客观性争议, 有 2 份

判决书同时存在客观性争议和合法性争议。
参见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9) 川 01 刑初 268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160 号刑事判决书。



表 6　 存在相关性争议的证据种类分布情况 (数量单位: 份)

证人证言 笔录类 物证 书证 电子数据

1 1 5 1 1

　 　 合法性争议主要表现为辩方针对指控证据的来源、 收集与调查程序等提出合法性异议。 如

在谢某 1、 谢某 2、 赵茂旭故意伤害案中, 辩护人认为: “ 本案受案登记表未加盖公章, 受害

人记载为 ‘谢明晏’ , 且案发后未及时立案, 属于严重程序违法” ; “现场勘查记录、 鉴定书等

证据亦缺乏相应的签章, 属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 。
 

〔18〕
 

如表 7 所示, 合法性争议最多的证

据种类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鉴定意见以及书证。

表 7　 存在合法性争议的证据种类分布情况 (数量单位: 份)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证人证言 鉴定意见 笔录类 物证 书证 电子数据

6 2 6 4 4 6 1

　 　 2. 证据整体异议情况

　 　 证据整体异议是对指控证据是否满足 “ 证据确实、 充分” 证明标准的综合性异议, 本质

上是辩方对指控事实的异议。 如蒋伟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案中, 辩护人认为 “ 无其

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 同案犯互证的一致性不等于口供的真实性, 本案认定蒋伟犯制造毒品罪

的证据不足” 。
 

〔19〕
 

在样本判决书中, 涉及证据整体异议的共有 34 份,
 

〔20〕
 

案件类型分布如表

8 所示。 与个别证据异议一样, 证据整体异议也主要集中在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案

件。 在辩方提出证据整体异议的案件中, 22 起案件的被告人没有认罪, 占比 64. 71%; 12 起

案件的被告人认罪, 占比 35. 29%。 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存在证据整体异议的案件, 均有辩护

律师参与, 而且该异议均由辩护律师提出。

表 8　 存在证据整体异议的案件类型分布情况 (数量单位: 份)

盗窃 故意伤害 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

6 3 25

三、 法官如何采纳证据

　 　 判决书在对证据及控辩双方证据争议进行列举之后还必须作出相应回应, 以明确是否采纳

所列举的证据, 少数判决还对采纳与否的理由进行了一定论证。 这是中国刑事法官实现从证据

到事实认定的一个关键环节。
　 　 (一) 如何采纳无争议证据或者不采纳证据并认定事实

　 　 采纳无争议证据并认定事实, 是法官正面、 直接构建事实认定的关键。 在 1172 份样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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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279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64 号刑事判决书。
包括 23 份仅存在证据整体异议的判决书和 11 份同时存在个别证据异议和证据整体异议的判决书。



决书中, 无证据争议的有 1119 份, 占比 95. 48%; 其中普通程序案件 128 份、 简易程序案件

252 份、 速裁程序案件 739 份。 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无证据争议案件中, 法官采纳证据并认定事

实的论述大多呈现为三段式结构: 第一段是承接事实认定, 引出证明事实认定的证据, 通常表

述为 “上述事实, 有经庭审举证、 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认定: ……” 。 第二段是具体证据的列

举, 如前所述, 主要有非证明性和证明性两种类型。 第三段是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评定, 往往

使用 “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足以认定” 等类似表述。 有的判决书会具体就证据

的客观性、 相关性和合法性进行肯定, 部分判决书会提及 “ 证据之间相互印证, 形成证据锁

链” 。 这种 “总—分—总” 式的论述, 往往开头段落和结尾段落简略, 中间段落对具体证据的

列举则着墨较多。 在简易程序案件中, 法官采纳证据的论述更加简略, 仅简单列举证据, 并用

“ 上述事实, 有经庭审举证、 质证, 本院予以确认的
 

×
 

×
 

×、 ×
 

×
 

×
 

等证据予以证实, 公诉机关

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本院予以支持” 这类标准化表

述格式呈现,
 

〔21〕
 

而不论及证明过程。 在速裁程序案件中, 论述进一步简化甚至完全忽略证据

相关内容。 739 份速裁程序案件判决书中, 仅有 4 份对法院认定的证据进行了列举, 24 份对指

控证据进行了简略列举。 从对认定证据的说明情况看, 法官采纳证据与认定事实是一种基于在

案证据的简易、 直观判断, 往往以 “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 质证, 各方无异议, 予以确认、
采纳” 之类的话语呈现。
　 　 需要指出的是, 在 1172 份样本判决书中, 有 11 起案件的辩方提出了辩护证据, 法庭全部

采纳的有 4 份、 部分采纳的有 3 份。 被采纳的辩方证据主要是赔偿协议、 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

济损失的收据、 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书等量刑证据。
 

〔22〕
 

有 4 起案件完全没有采纳辩方证

据,
 

〔23〕
 

这些证据通常是没有相关性的证据。 对于这些辩方证据, 控方未提出异议, 但法庭均

直接、 简单地以 “与案件事实无相关性” 为由不予采纳。 同样, 法官采纳辩方证据的话语表

述与采纳控方证据的话语表述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 法官不采纳控方或辩方证据时往往会进行相应阐述, 其理由有时与控辩双

方提出的理由相同, 有时也有其独特表述。 例如, 在漆虎、 苏杰、 杨武财等盗窃案中, 控辩双

方均未提出证据异议, 但判决书认为, 指控杨武财、 杨明盗窃事实的证据不足, 没有认定公诉

机关指控的相关事实。
 

〔24〕
 

在该案中, 被告人杨武财、 杨明没有对证据提出异议, 庭审中先是

表示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并认罪, 而后又辩称没有跟被告人漆虎等人共谋盗窃。 法官在判决书

中认为, 虽然被告人漆虎事前问过被告人杨武财、 杨明是否收购电动自行车 ( 赃车) , 被告人

杨武财、 杨明也明知是赃物仍表示要收购, 但是, 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共谋盗窃, 指控共谋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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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如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初 83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9) 川 01 刑初 281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243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初 178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初 182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初 648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初 213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初 5 号

刑事判决书。
参见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31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113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 川 01 刑初 162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G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91 刑初 482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 A 省 C 市 E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15 刑初 82 号刑事判决书。 可见, 在控辩双方没有提出证据异议的情

况下, 法官并不会全盘接受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 而是会依职权对在案证据是否达到 “ 证据确实、 充分” 的证

明标准进行实质性审查。



窃的事实不成立, 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意见不予采纳。
 

〔25〕

　 　 (二) 如何采纳或者不采纳争议证据

　 　 如前所述, 尽管争议证据较少, 但对争议证据的回应是判决书的重要内容。 通过对样本判

决书的分析, 笔者发现大多数法官都会对证据争议作出或具体或简单的回应, 但也不乏回避证

据争议的情况。
　 　 1. 分析并回应个别证据异议

　 　 通过样本判决书的分析与统计, 笔者发现, 在 30 份涉及个别证据异议的判决书中, 法官

没有回应辩方异议的只有 1 份。 在其余 29 份判决书中, 法官均对辩方异议作了回应。 如在刘

万均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案中, 辩护人提出 “ 微信转账记录不排除其他用途的可能

性” , 对微信转账记录的相关性提出了异议。 法官在判决书中对此作了回应: “ 证人蒲某的证

言反映了蒲某曾经多次向被告人刘万均购买毒品的情况, 该证言与蒲某手机中的微信转款及通

讯记录相吻合, 上述证据也与刘万均手机中的相关内容相互印证。”
 

〔26〕
 

在万乂华、 范紫轩走

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案中, 辩护人认为在案鉴定意见的检材来源存疑、 鉴定结果不具有

真实性, 应予排除。 对此, 法官在判决书中的回应是: “经本院审查, 在案鉴定意见系侦查机

关依法收集, 且整个称量、 取样、 送检、 检测过程均有同步录像予以证实, 侦查机关及鉴定机

构亦对本案检材来源、 鉴定过程及方法等作出客观、 详尽的说明。 因此, 在案鉴定意见的检材

来源合法且真实, 鉴定过程、 方法符合规定, 由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的结论真实、 有

效, 应予以采信。”
 

〔27〕
 

显然, 上述案件中法官对辩方的证据异议作了简略、 适当的回应, 回

应方式或者是基于证据进行是否符合情理的略式判断, 或者是稍微具体地用其他证据进行印证

式判定。 但是, 这类回应整体上类似于一种 “规定动作” , 缺乏分析和展开。
　 　 从争议证据的采纳情况看, 30 份样本判决书中仅有 1 份采纳了辩方异议。 通过分析法官

未采纳辩方异议的 29 份判决书中的说理情况发现, 其中 26 份对证据争议部分作了回应。 在存

在证据客观性争议和相关性争议的案件中, 法官往往会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论证, 强调证据来

源与案件之间的联系、 说明争议证据与其余证据之间的印证关系, 以说明证据达到了 “ 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 在存在合法性争议的案件中, 由于 “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指导意见” 第 5
条规定, 对于辩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 裁判文书应当说明是否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

调查、 证据是否排除及其理由, 所以, 这类案件中法官通常会更具体地就取证、 存证程序的合

法性加强论证。 在存在证据合法性争议的 16 份判决书中, 法官均针对相关争议证据的合法性

问题作了阐释说明。
　 　 整体上看, 法官对证据争议的回应存在差异, 或详细或简单, 或直接或间接, 或有力或乏

力。 法官对证据争议的回应明显多于对辩方举证的回应这一事实表明, 法官通过回应证据争议

来构建事实认定似乎成为一种新的论述风格, 尽管其远未成熟, 而且对是否采纳证据争议的具

体阐释也谈不上充分。
　 　 2. 分析并回应证据整体异议

　 　 对在案证据是否达到了 “ 证据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 法官在样本判决书中均作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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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A 省 C 市 E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15 刑初 82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G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91 刑初 211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27 号刑事判决书。



应。 从实际情况看, 回应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论证式回应和结论式回应两种。 论证式回应, 是

指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推论过程作细致说明, 如围绕证据的充分性、 印证关系及如何形

成证明锁链等进行更详细的论证。 结论式回应, 是指不论及具体证明过程, 笼统地以事实认定

结论代替论证过程。
　 　 存在证据整体异议的 34 份判决书中, 法官作论证式回应的有 29 份。 如在赵太友制造毒品

案中, 法官对全案证据证明的结论为: “ 以上证据, 经庭审质证、 认证, 具有真实性、 合法

性, 且与案件事实相关联, 足以证明案件事实, 本院予以采信。” 在对辩方提出的证据整体异

议进行回应时, 法官作了更细致、 具体的论证: “ 首先, 同案犯赵勇、 唐小兵的供述相吻合,
能够证实赵太友在 2019 年 1 月 3 日晚协助赵勇等人将制毒原料、 工具等物搬进赵兵老家, 接

着唐小兵在此负责具体加工制造, 期间赵太友提供生活保障等协助行为; 其次, 赵太友与赵

勇、 赵兵的通话内容, 能够印证赵太友等人在与赵勇失去联系后将毒品半成品及工具搬运至另

外的房间进行藏匿; 再次, 赵太友作为一名心智健全的成年男子, 对其听从唐小兵的安排弃车

逃跑的行为亦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28〕
 

这种较为罕见的 “结论
 

+
 

分析论证” 式说理, 全面

反驳了辩方提出的证据整体异议。
　 　 另外 5 份判决书是结论式回应。 如在刘航宾、 周加权、 王兴成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

品案中, 辩护人提出 “认定王兴成作为制造毒品的共犯证据不足” 的异议。 对此, 法官仅以

“针对被告人王兴成所提其不知道被告人刘航宾、 周加权在制造毒品的辩解, 以及王兴成的辩

护人所提指控王兴成构成制造毒品的共犯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 本院

不予采纳” 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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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回应本质上是再次陈述法官认定的事实结论, 未作说理, 未有

效反映法官的认证理由。
　 　 法官在根据间接证据定案时对证据体系的整体回应特别值得关注。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指

导意见” 第 6 条规定: “ 依据间接证据认定事实时, 应当围绕间接证据之间是否存在印证关

系、 是否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等进行说理。” 该规定对于仅依据间接证据定案的证据审查

以及该类案件的裁判文书说理, 提出了具体要求。 样本判决书中有 4 起案件是仅依据间接证据

定案, 其中 3 起为毒品犯罪案件、 1 起为盗窃案件。
 

〔30〕
 

上述案件所依据的间接证据种类如表

9 所示。 此类案件通常缺少被告人对全案事实的全部或者部分供述, 故只能依据间接证据认定

相关事实。 如在谢才良盗窃案中, 公诉机关指控其先后 11 次实施入户盗窃。 被告人承认了三

次盗窃, 但称记不清细节, 对其他指控则予以否认。 该案中, 证明被告人部分盗窃行为的证据

仅有被害人陈述、 勘验笔录以及被告人血样和指纹的鉴定意见, 且被害人陈述并不指向被告人

就是盗窃行为人。 上述证据都属于间接证据, 因此, 法官据此认定案件事实应遵循 2012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 以下称 2012 年 “ 刑事诉

讼法解释” ) 第 105 条的规定, 并依照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指导意见” 第 6 条的要求, 在判决

书中进行论证。 但实际上, 法官仅作了概括性说理: “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来源合

法、 内容客观真实, 与本案具有相关性, 且能够相互印证, 故对上述证实谢才良有罪的指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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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88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227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 A 省 C 市 G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91 刑初 145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

初 122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 川 01 刑初 16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118 号刑事判决书。



据予以采信” ,
 

〔31〕
 

而没有论及证据之间如何印证、 证据是否确实、 充分, 以及仅依据上述间

接证据能否得出排除合理怀疑的结论等内容。

表 9　 样本判决书中依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种类

依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种类

刘卜瑞制造毒品案 书证、 笔录、 鉴定意见、 证人证言

刘琦非法持有毒品案 书证、 笔录、 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证人证言

钟小梅贩卖、 制造毒品案 书证、 笔录、 鉴定意见、 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证人证言

谢才良盗窃案 被害人陈述、 笔录、 鉴定意见

　 　 从整体上看, 相较于对个别证据异议的回应, 法官对证据整体异议的回应相对较为充分,
形成了大致标准化的回应模式, 但亦存在差异化的回应模式。 例如, 在赵太友制造毒品案中,
法官对证据整体异议的回应是论证式的,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综合审

查判断的方法要求。 但在有些案件中, 法官的回应并不充分。 如在存在证据整体异议的 34 份

判决书中, 有 5 份就仅对辩方提出的证据整体异议作了简单粗糙的结论式回应。 即使在一些以

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中, 对证据整体异议的回应似乎也未能充分展开。
　 　 (三) 证据采纳与证明的逻辑分析

　 　 证据采纳的表象之下是法官的证据认定逻辑, 其体现的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特

点与规律。 通过对样本判决书的分析可以发现, 法官对于是否采纳在案证据、 能否依据在案证

据认定案件事实, 主要考虑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单个证据是否具备 “三性” , 若具备则会采纳该证据。 首先, 在不存在证据争议的样

本判决书中, 法官对证据 “三性” 的审查结论往往呈现为形式化表达, 如 “ 上述证据来源合

法, 内容客观真实, 且与本案事实有关联, 足以证实犯罪事实” 。 由于不存在辩方证据异议,
法官不需要单独回应, 因而往往不会对证据 “ 三性” 审查的实质内容进行说理。 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法官对单个证据 “ 三性” 审查的忽视。 其次, 在存在个别证据异议的案件中, 法

官需要针对辩方异议作回应性说理。 最常见的说理方式是强化论证, 即法官详尽论述在案证据

证明待证事实的逻辑过程: ( 1) 从证据真实性角度说明争议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论述在案证据信息指向的一致性, 从而论证争议证据本身客观真实且与案件事实具有相关性;
(2) 对争议证据的程序性事项进行说明, 以此论证其合法性。 最后, 在有辩方证据的情况下,
控方往往不会提出证据异议, 而是法官直接对辩方证据进行审查, 若具备证据 “ 三性” 则采

纳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
　 　 二是全案证据是否达到了 “ 证据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 在 1172 份样本判决书中,
713 份就证据已经达到 “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进行了阐述, 占比 60. 84%。 判决书通常是

在列举证据和针对证据争议进行说理之后, 对证据达到证明标准作概括性总结, 通常采用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 内容客观真实, 与案件事实相关联, 能够形成证据锁链, 足以证明案件

事实” ,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应予支持” 等标准

化语句进行说明。 特别是在存在证据整体异议的案件中, 辩方往往会提出 “ 证据不足” “ 证据

没有达到证明标准” 等异议, 此时法官通常会对在案证据进行综合性论证, 突出证据信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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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一致性和证据的充分性, 以说明已经达到 “ 证据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 法官若是凭

借间接证据定案, 则需要通过碎片化的证据信息拼接出案件事实全貌, 此时在案证据的充分

性、 证明方向的一致性就至关重要。 但是, 在这类样本判决书中, 法官并没有实质性地说明证

据的充分性, 也未对仅依据间接证据能否得出排除合理怀疑的结论进行充分论证。
　 　 显然, 法官使用、 认定证据的模式存在差异。 少数情况下, 往往是证据存在争议时, 法官

采用适当说明或者证明的模式。 但多数情况下, 法官对证据和事实认定采用简约模式, 通常缺

乏实质性的证明过程, 也缺乏对证据取舍与事实认定的展开。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指导意见”
第 4 条、 第 6 条强调了证据说理的两个重点: 一是围绕证据的相关性、 合法性和真实性阐明采

纳证据的理由; 二是依据间接证据认定事实时应当围绕印证关系、 证明体系进行说理。 然而,
从样本判决书所反映的当下实践看, 法官对其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表述往往不尽如人意,
大多数判决书对证据仅作列举而不予说明, 或者仅有一句 “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足以认定” 作为结论。 这种宣示性的、 形式化的以证明结论代替具体证明过程的做法, 相当

程度上反映出在以证据为基础推论案件事实的过程中法官充分证明的缺位, 这一现象可能与对

控方事实主张持接受性立场的惯习性机制有关。

四、 法官使用证据的理论审思

　 　 上文展现了中国刑事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常态化操作。 下文将侧重于事实认定的基本

模式部分, 进一步解释、 分析中国刑事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基本特质。 笔者的基本判断

如下:
　 　 (一) 欠缺实质证明的 “拼图模式” 广泛存在

　 　 证明模式问题是近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特别是围绕印证问题的讨论形

成了一些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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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证明模式。
 

〔33〕
 

鉴于本文专注于

实证研究, 难以就刑事证明模式问题作全面的学理探讨, 而只能立基于研究对话的需要作适当

展开。 整体而言, 中国刑事法官在认定事实时, 主要是接受、 否定或者修正控方和辩方的事实

主张, 因此判决书往往以控方有关事实的诉讼主张为中心, 附以简单列举的证据。 虽然法官认

定的事实有证据支持, 但鲜有具体论及证据分析、 证据推理的, 即中国的刑事判决书大量存在

“缺乏证明” 的情况。
　 　 通过对样本判决书的分析发现, 简单列举在案证据和所认定之事实的判决书写作方式, 反

映出来的是一种法官依据各个证据所含信息直接认定案件事实的思路。 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
列举了证据是什么以及证据证明了什么案件事实时, 案件事实的整体面貌即得以呈现。 对于某

些直接证据, 如目睹全案经过的证人的证言, 更是出现了证据内容即反映案件事实的情况。 笔

者认为, 这体现了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更加普遍的证据使用方式———拼图模式。 即在不存

在事实争议的情况下, 裁判者直接通过证据内含的案件信息组合形成案件事实的整体认知;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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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周洪波: 《 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 , 《 法学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龙宗智: 《 刑事印证证明新探》 , 《 法学

研究》 2017 年第 2 期; 栗峥: 《 印证的证明原理与理论塑造》 , 《 中国法学》 2019 年第 1 期; 何家弘: 《 司法证

明模式的学理重述———兼评 “ 印证证明模式” 》 , 《 清华法学》 2021 年第 5 期。
参见向燕: 《 论刑事综合型证明模式及其对印证模式的超越》 , 《 法学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判者更加关注各个证据内含的案件信息, 并由各个证据所含信息共同构建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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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指出的是, 实践中拼图模式主要表现为, 在大多数案件特别是认罪认罚案件中, 法官只是将案

卷材料中的证据碎片陈列出来, 而不详细论证这些证据碎片如何排列组合, 以及能否构成完整

的案件事实图画。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法官的事实认定不依据具体证据, 只是在 ( 判决书的

写作) 实践中法官往往简化了心证形成过程。 实际上, 样本判决书的相关内容与访谈均表明,
对于控方的指控事实, 法官采取的基本态度和做法是, 通过控方证据来对照、 拼接指控事实,
将控方证据与指控事实进行简单对勘, 而很少仔细推敲。 另一方面, 即使在一些被告人不认罪

的案件中, 法官也只是对证据碎片作简单陈列和组合, 很少精心阐述与论证, 就直接认定案件

事实。 只有在极少数事实争议巨大、 控辩双方对抗激烈的案件中, 法官才会仔细分析证据, 充

分论证心证形成过程, 即对每个证据碎片的属性、 证据碎片之间的关系、 控方提交的所有证据

碎片是否足以构成一幅完整的案件事实图画 ( 特别是能否构成控方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图画)
进行论证。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 拼图模式是否具有一定合理性, 其弊端在哪里, 与印证模式是什么

关系。 对此, 笔者的看法如下:
　 　 其一, 拼图模式有一定的规范依据。 2012 年 “ 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 105 条规定: “ 没有

直接证据, 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 一) 证据已经查证属

实; (二) 证据之间相互印证, 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 三) 全案证据已

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四) 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结论具有唯一性;
(五) 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 ( 2021 年 “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 140 条的规定与

此类似) 。 由此, 若证据无重大争议, 在经查证属实的基础上, 依靠全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

体系、 结论具有唯一性, 便是这种粗糙的证据使用模式的现实写照。 可以说, 拼图模式即是一

种证明体系化的简约模式。
　 　 其二, 拼图模式具有一定的证据法理支撑。 在证据法理上, 拼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所

谓整体主义式的证据分析方法。 具体而言, 法官在进行证据分析时, 采用的是一种合一性证明

方法, 而非对单个证据所含信息作孤立分析。 案件事实的认定更类似于一种 “ 故事方法” , 即

整体性地构建一个案件故事, 考察故事对全案证据的涵盖情况, 而证据之间的融贯性则由印证

方法予以证明。
　 　 其三, 拼图模式具有一定的诉讼法理支撑。 在诉讼法理上, 法官认定事实的活动主要是审

查性地认定 (接受或者否定) 控方的事实主张与相关证据。 由此, 法官的基本职责就是将控

方的事实主张与其提出的证据进行对勘, 审查证据能否拼接出所指控的事实主张。 其实, 域外国

家如英美法系的刑事审判也大致如此, 法官聚焦于审查控方指控的事实主张与相应的法律主张

能否成立, 认为成立即接受, 认为不成立即不接受, 而不作出有关事实心证的裁判文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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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观察到两种情形: 一种表现为裁判文书先说明事实认定, 后说明支持各具体事实的具体证据的相关内

容。 这种类型内容相对详细, 有时甚至会有更为详细的证据分析, 包括对争议证据和争议事实主张的回应。 另一

种是简略说明所支持的事实主张有什么证据支撑, 而不具体说明证据内容。
美国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的情况, 参见 [ 美] 弗洛伊德·菲尼、 [ 德] 约阿希姆·赫尔曼、 岳礼玲: 《 一个案例

  

两种制度: 美德刑事司法比较》 , 郭志媛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74 页。 美国辩诉交易案件中的情

况, 参见杨先德: 《 译者序: 诉讼参与者视角下的辩诉交易》 , 载 [ 美] 斯蒂芬诺斯·毕贝斯: 《 庭审之外的辩

诉交易》 , 杨先德、 廖钰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年版, 译者序第 19 页以下。



实际上, 这也是实证调研中法官向笔者谈及的普遍、 实际的事实认定思路和做法。 在中国控审

关系长期紧密化的背景下, 法官将控方事实主张与控方证据进行对勘, 以决定是否接受控方事

实主张 (一般是接受控方的事实主张) , 成为司法实践的常态。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兴起之

前, 实践中常规的事实认定机制即是如此。 如果考察以往的裁判文书, 会发现其绝大多数呈现

为对控方事实主张言简意赅的接受, 其后的审结报告同样显示出对控方的事实主张基本持接受的

立场。 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兴起以后, 法官接受控方事实主张的趋势更为明显。 由此, 法官常

规的心证形成过程即是审查、 接受控方事实主张及相关证据, 并以简明方式记载于裁判文书。
　 　 关于拼图模式, 有两点需要指出。 其一, 拼图模式不同于印证模式。 在严格的印证模式

中, 证据所含信息的作用点是其他证据, 证据与证据之间需具有内容或指向上的一致性, 从而

形成一个自洽的信息闭环, 这个信息闭环所指向的事实即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 拼图模式并不

着眼于证据之间的关系, 而是着眼于各个证据内含的案件信息本身。 在这种模式中, 单个证据

所含的案件信息是案件事实拼图中的一块。 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 通过对证据进行组装即可确

定案件事实的全貌, 从而实现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此时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即为证据信息

直接整合而成的事实。

　 　 从样本判决书中法官使用证据的方式看, 在无证据争议和证据争议有限的情况下, 法官经

常运用拼图模式。 具体而言, 在无证据争议的案件中, 裁判者往往缺乏动力对单个证据进行审

查并详尽论证证据以及证据之间的关系; 裁判者对证据的使用更多是拼图式的, 即直接通过证

据内含的信息形成案件事实的整体图景, 其更加重视证据的全面、 充分。 在证据争议有限的部

分案件中, 乃至存在证据整体异议时, 法官往往会加强对在案证据的论证, 即更加详尽地论述

定案证据的内容以及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信息, 这种强化论证实质上也是对拼图模式的运用。
　 　 其二, 拼图模式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 实践中的拼图模式往往缺乏严密的证明过程, 对拼

图的内在主线、 拼图内部各板块之间的内在关系缺乏说明, 也可能忽视了证据之间的耦合、 联

结等复杂关系。 作为一种主流的证据使用方式, 拼图模式目前是薄弱的、 残缺的, 甚至可能因

此导致冤假错案。 就当下而言, 拼图模式的科学性、 完整性、 充分性均有待规范。 但就整体而

言, 在欠缺重大证据争议的情况下, 这种较普遍地运用于实践的拼图模式, 尚未引发广泛争

议, 也未发现由此导致的明显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 拼图模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合理性。
　 　 (二) 印证模式的运用并不普遍

　 　 经过近二十年的争鸣, 印证模式已经成为学术界有关刑事审判中法官如何使用、 认定证据

的一种重要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 ( 1) 印证是指证据之间的关系, 印证的前提是存在两个以

上的证据, 并且这些证据的信息源是独立的; ( 2) 印证证明是利用不同证据内含信息的同一

性来证明待证事实, 包括信息内容的同一与指向的同一; ( 3) 印证证明作为诉讼证明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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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其适用对象和范围与证明的对象和范围是一致的。
 

〔36〕
 

不过, 学界对印证的内涵、 性

质、 功能等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37〕
 

在规范层面, 2012 年 “ 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 104 条第 2
款规定, 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 证据之

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 该款规定在 2021 年 “ 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 139 条第 2 款中

被保留) ; 第 3 款规定, 证据作为定案根据需要满足 “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共同指向同一

待证事实, 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的条件。 这就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

了中国刑事证据的印证审查模式。 然而, 在刑事证明实践中, 印证模式的运用实况到底如何?
　 　 首先, 印证主要是一部分存在证据争议的案件中解决证据争议的重要方法, 但并非唯一方

法。 在本文的 1172 份样本判决书中, 只有 71 份提及 “印证” , 仅占总数的 6. 06%。 在存在辩

方证据异议的 53 份判决书中, 提及 “ 印证” 的有 31 份, 占比 58. 49%; 在无证据异议的

1119 份判决书中, 提及 “印证” 的有 40 份, 占比 3. 57%。 这似乎表明, 印证证明更多运用

于有证据争议的案件。
　 　 形成上述局面, 推测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印证并非法官认定证据的必经之路。 只有在

出现证据争议时, 法官才将印证作为是否采纳相关证据的一种判断手段。 二是法官在认定证据

的过程中采用了印证证明, 但未在裁判文书中以 “ 印证” 来表述。 针对第一种推测, 笔者对

部分研究样本来源法院如 W 法院的刑事法官进行了访谈。 其中一名受访法官表示: “ 印证”
尚未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也不是刑事证明的必经之路; 法官实际上往往根据被告人是否认罪认

罚、 事实争议大小、 争议证据对定罪量刑的影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 选择性适用不同的证据使

用模式。 总体而言, 在无争议案件的事实认定中, 证明总体上是一种基于庭外阅卷、 庭审举

证、 质证形成证据体系的经验判断; 在存在事实及证据争议的情况下, 由于可能存在矛盾证

据, 此时会采用印证证明作为矛盾证据的审查方式, 同时印证也作为一种证明方法被加以运

用。 为了验证第二种推测, 笔者阅读了适用普通程序、 存在证据争议且裁判文书中没有出现

“印证” 字样的全部 19 份判决书, 发现仅在 4 份判决书中, 尽管没有提及证据印证, 但法官

实质上运用了印证证明。
 

〔38〕
 

例如, 在龙威走私毒品案的判决书中并未出现 “印证” 字样, 但

关于被告人龙威是否应当对从西安入境的大麻负责的问题, 法官的说理是: “ 本院认为, 根据

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 从西安入境大麻的收件人为刘兵, 收件地址为 C 市 W 区
 

×
 

×
 

小区, 收

件电话为
 

×
 

×
 

×
 

×, 与被告人龙威关于大麻收件信息的供述相吻合, 亦与从青岛入境大麻的收

件信息完全一致, 此收件信息特别是收件地址、 收件人手机号码与收件人姓名完全一致的情

况, 如非本人提供, 他人难以获得, 同时结合龙威关于大麻交易的规则为先付款后发货等供

述, 被告人龙威应当对从西安入境的大麻负责。”
 

〔39〕
 

上述说理中提到的 “ 与供述相吻合”
“信息完全一致” 等表述, 实际上是对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判断。
　 　 其次, 实践中印证证明有时表现为一种宣示性的形式化说明, 并且在类型上以规定印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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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32〕 , 龙宗智文, 第 152 页。
参见前引 〔 32〕 , 周洪波文; 陈瑞华: 《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 《 法学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谢澍: 《 反思印证: “ 亚整体主义” 证明模式之理论研判》 ,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3 期; 薛爱昌:
《 为作为证明方法的 “ 印证” 辩护》 , 《 法学研究》 2018 年第 6 期。
参见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215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

初 292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07 刑初 14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W 区人民法院

( 2019) 川 0107 刑初 897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215 号刑事判决书。



主、 酌定印证为辅。 笔者细致考察了提及 “ 印证” 的 71 份判决书, 发现在其中 11 份中印证

仅是一种宣示性、 形式化的说明。 在证据列举完毕之后, 以 “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 内容客观

真实, 且与本案事实相关联, 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锁链, 足以证实
 

×
 

×
 

事实” 这样的格

式化语句呈现,
 

〔40〕
 

而不言及证据之间如何印证。 证据印证不说理或许恰恰体现了印证作为法

官内在的、 自我把关的思考过程的特性, 即印证的整个过程难以为外人所把握, 甚至难以得知

裁判者在证据审查的过程中是否实质上运用了印证证明方法。
 

〔41〕
 

这些判决书中对证据的形式

化说理, 一定程度上还反映出裁判者的形式化证据审查。 实践中, 部分法官对印证审查认识不

足, 强调证据的一致性, 而忽视差异性、 经验法则, 机械地根据证据之间是否相互印证对证据

进行筛选取舍并进而认定案件事实。 这种形式化的印证规避了证据说理, 导致当事人和一般公

众难以从判决书中窥见裁判者证据印证的过程。
　 　 其余 60 份判决书实质上采用了印证证明,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规定印证, 即法律、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需要进行印证证明的。 如 2010 年 “两高” 三部 《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

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15 条、 第 22 条规定, 前后矛盾的证人证言、 存在翻供和反复的被

告人供述, 需要依据是否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进行审查认定。 刑事诉讼法确立的 “ 不轻信口

供原则” , 要求口供需要其他证据印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2012 年 “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 105
条规定了仅凭间接证据定案的印证规则; 第 106 条规定了隐蔽证据的印证规则; 第 109 条规定

了存在生理缺陷、 利害关系证人的言词证据需要有其他证据印证才能予以采纳 ( 在 2021 年

“刑事诉讼法解释” 中分别为第 140 条、 第 141 条、 第 143 条) 。 样本判决书中有 45 份出现了

规定印证的情况, 且这一类印证多运用于其他证据与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证明上。 二是酌定

印证, 即法律、 司法解释未作规定, 法官根据证据情况自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印证证明的。 样

本判决书中有 15 份出现了酌定印证的情况。 比如, 对不属于规定印证情形的证人证言、 被害

人陈述、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 法官也会阐述其与某些实物证据相互

印证, 从而说明其可以采纳并作为定案依据。 值得思考的是, 法官为何对法律、 司法解释未硬

性规定的情形也进行印证判断。 有学者在印证规则规范化之前就已经指出, 印证证明模式很大

程度上是法官面对重重压力的自主选择。
 

〔42〕
 

作为一种外在的、 客观的评价标准, 印证有利于

规避裁判者的决策风险, 这或许是酌定印证的成因。 但是, 这类印证往往是证据所指向的案件

信息的无用匹配, 即使不说明证据之间相互印证, 也不会影响证据的证明力。 法官多此一举地

强调相互印证, 实质上是在规避裁判风险, 从形式上强化其裁判的可检验性。
　 　 (三) “拼图

 

+
 

印证” : 一种综合性模式的应用

　 　 需要指出的是, 在部分证据有争议特别是争议较大的案件中, 包括存在前后矛盾的证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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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40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22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9 ) 川 01 刑初 265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32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65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

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200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56 号刑事判决

书; A 省 C 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 刑初 154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G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91 刑

初 145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G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91 刑初 290 号刑事判决书; A 省 C 市 G 区人民法院

( 2020) 川 0191 刑初 178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左卫民: 《 “印证” 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 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 , 《中国法学》 2016 年第 1 期, 第 169 页。
参见黄士元: 《 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法官责任———心证 “ 自由” 的保障及其扭曲》 , 《 证据学论坛》 2007 年第 2 期,
第 59 页。



言、 存在翻供和反复的被告人供述等规定印证情形, 法官会使用印证证明来说明证据指向的一

致性, 并据此排除或者采纳有争议的证据。 然后, 在此基础上, 法官会审查不同证据的信息是

否形成体系, 其组装出的案件信息是否包含了犯罪构成要件事实, 这其实就属于拼图式证明。
可见, 这类案件通常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证据使用与事实认定模式, 同时包含了 “ 证据之

间相互印证” 和 “证据认定事实体系” 。
　 　 整体上, 在没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 普遍的证据使用方式是拼图模式; 而在有证据争议的

案件中, 一部分采用拼图模式对在案证据进行论证, 另一部分则采用 “ 印证
 

+
 

拼图” 的综合

性证据使用模式, 即以印证证明解决争议证据信息指向的一致性问题, 以拼图模式确保在案证

据充分、 全面地涵盖要件事实。 在存在证据争议的情况下, 法官有时会使用印证证明, 但印证

证明不是唯一的证据使用方式, 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使用方式。 这本质上是因为证据的一致性

只是形成有罪事实认定内心确信的一个而非唯一因素, 更重要的是要件事实是否有充分、 全面

的证据体系予以支持。 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更加关注控辩双方的事实主张, 拼图模式

服务于案件事实的构建, 一定程度上更加契合裁判者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拼图模式还是印证证明, 中国刑事法官对证据的使用通常都是简

易、 粗糙的。 拼图模式和印证证明的应用中都可能存在某种机械思维, 从而难以妥善处理实践

中普遍存在的证据短缺、 证据矛盾等情况。 当存在相互矛盾的证据时, 法官往往会依据证据是

否有其他证据印证来判断应当采纳哪一个证据, 而这种方式有时容易造成对证据的错误取舍。
因为, 当存在矛盾证据时, 证据内含的案件信息往往混沌不清, 对矛盾证据进行取舍往往可以

实现纳入定案依据的证据足以符合证明标准, 但这种 “ 符合” 是片面化、 选择性的符合。 而

在证据短缺的情况下, 拼图式的证据使用往往欠缺证据证明及推理过程, 甚至在证据缺乏时,
也对相关事实不予证明。 所以, 印证和拼图模式的结合使用在实践中往往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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